
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陈 周 旺

内容提要:进入 21 世纪，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
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未构成
“范式更替”，而是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
间激烈的交锋，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应
在中国经验上寻求共识和突破，基于中国经验建立相适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中国政治

学找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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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交锋，还是范式更替?

无可否认，从 21 世纪之初迄今的十多年，是中国政治学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新老交替、学
科重整、方法演进，几乎都集中发生在这段时间，以至于很容易被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在外部
“刺激 －反应”模式下的突变过程，而忘记这是过去一代中国政治学人多年耕耘积累的结果。本
文要揭示的，是中国政治学者早在之前就预告了中国政治学可能面临的转型，并且有意识地推动

和加快这一进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十多年的“知识交锋”才得以成为可能。
那么，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哪些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影响特别深远的事件呢? 此处挂一漏万

举其要者罗列如下:

其一，大约从 21 世纪初起，国内一些重要的高校为了避免所谓“近亲繁殖”，陆续开启海外
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就读的博士生回国任教。这种做法至 2010 年前后已经约定俗成，政治
学也忝列其中。以 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政治学学科排名并列第一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
国人民大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6 年起，除引进人才外，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新进教师均为
海外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全部新进教师中，亦仅有 3 位左右是内
地高校培养的博士。
其二，自 2006 年起，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牛铭实教授联合几所重点高校举办政治学研究方

法培训班始，以年均不少于 150 人的招生规模计，10 年来接受该研究方法班系统培训的国内政
治学研究者不少于 1500 人次。由此国内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比较密集地接触政治科学各种定量
统计研究方法。
其三，21 世纪之初，国内高校开始逐渐接纳 SSCI 体系，将 SSCI 发表等同于国内权威刊物发

表，在中国，政治学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一家正式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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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条件下，SSCI的登堂入室，为众多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替代选择。
其四，约在 2005 年左右起，大量非政治学专业身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以

“社会科学”的名义，对传统上属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发表相关论文，议题从“财政联邦主义”、
“地方政府行为”到“干部激励制度”①，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统计学的要
求更严苛，学科标准化程度更高，因此，这些非政治学专业学者对政治学问题的探讨，给政治学的

学科化带来了新的动能。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波澜不惊，不怎么引起关注。但是经过十多年，就发生了蝴蝶效

应。这个效应就是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
了挑战，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发展趋势②。为了规避“近亲繁殖”，国内培养的政治学应届博士生，
大多无法充实到重点高校的政治学系，只能辗转于二三线高校或者科研机构。表面上，“多点开
花”有利于政治学在国内高校的扩展，但是却产生出“意外后果”。由于无法留在本校，重点高校
政治学博士学位吸引力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未来博士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就职于二三线高校的
政治学教师，大多根据所在学校的发展方向需要，被迫转换到了公共管理方向。那些不再“近亲
繁殖”的高校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所有重点高校政治学科对海外应届博士生都具有同
等吸引力。由于地域、薪资、学科架构等原因未能充分吸引海外人才的院系，就直接导致政治学
学科人数锐减; 仅有为数不多的院系，保持了引进海外政治学人才的强劲势头，实现了政治学学

科的新老交替，保持了政治学的梯队建设。
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分化就比较严重。重点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凡坚持原有的学科

框架的，均以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攻方向; 凡引进海外政治学博士达到一定

规模的重点高校，则逐渐向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转型; 二三线高校的政治学，则纷纷向公共管理

靠拢，淡化政治学学科色彩。
海外政治学博士经历国外政治科学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定量统计研究方法，通过其师友关

系拥有广泛的海外学术网络和分享海外学术资源。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并不逊色，他们可以在社
会科学领域为政治学争取话语权，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对抗政治学之外的学科对政治学的

“蚕食”。同时，他们对本土业已形成的学术资源分配格局依赖程度较低，致力于在 SSCI 上发表
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成果如何为国内学术界所接纳，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部分海归学者也会寻
求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刊物进行中文发表，可以视为政治学的“绝地反击”。由于国内已经普遍接
受了 SSCI体系，因此以这些海外政治学博士为主力的研究团队，在学科评估中对于所在学科已
然产生巨大的优势。同样以 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并列第一的 3 所高校为例，其海外博士比例
也相对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海外博士占全部教师人数 1 /3，在政治经济学
系更是达到 100% ;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达到 40%，至于在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中更达 60% ; 复
旦大学政治学系海外博士的比例与北京大学相当，达到 1 /3，在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中的比例接
近于中国人民大学，达 1 /2 强。
尽管如此，国内政治学学科发展，还不能完全跟上节奏。上述三种类型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各

有各的难处。以政治思想史为学科重点的政治学，若缺乏相应的语言和文史哲基础训练的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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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便无法与国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 以政治科学为重点的政治学，如果原来的教学体系无

法满足科学训练的需要，不能适时调整，海归学者在教学科研上都将无用武之地; 以公共管理为

重点的政治学，则要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公共管理丛林中摸爬滚打，适者生存。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治学不得不主动求变。为了给政治科学更好的平台，各重点高校纷纷

建立比较政治系，或者建立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一些条件成熟的高校，专门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开
设政治学研究方法课程，吸引更多年轻学生转向统计学路径，那些希望毕业后到海外进修的学

生，对于这些课程尤为欢迎。国内一些重点高校，也陆续推出政治学类集刊。长期以来，政治学
论文除了《政治学研究》，就只能在综合性社科刊物的政治学专栏或者高校学报中争取发表，如
此非常不利于政治学论文，尤其是专业性强、统计要求高、篇幅冗长的政治科学论文发表，对于政
治学学者的职称评定也颇为不利。2003 年，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首倡出版《复旦政治学评论》集
刊，通过以书代刊模式开办政治学专业杂志始，国内其他高校也纷纷效仿这种模式，来为政治科

学提供发表园地。尽管集刊论文一直没有被评价体系所认可，致使其举步维艰，但集刊毕竟能够
为政治学论文提供专业的评审，因而为广大政治学学者所认同。
上述这些变化，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一次断崖式的飞跃，见仁见智。然而本文的重点在

于指出，这些发生在中国政治学 10 年的变化，远非“范式更换”，充其量只是“知识交锋”①。下文
将指出，政治科学对中国传统政治学缺乏“实证性”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解，所谓本质性
的“范式更换”并不存在。“范式更换”的表述，等于在两种知识体系中给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
政治科学的知识是更先进、更有效，而传统的政治知识更落伍、更缺乏解释力。这种判断，至少在
目前看来，既不适宜也不公正，因为两者的差异不是在解释力上，而是在知识体系本身的扩张功

能上。
诚然，“知识交锋”是比“范式更换”更严峻的事实。政治科学方法的冲击，不仅让中国政治

学更新换代，而且两种知识体系共存、拉锯的现实，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并且在学术市场上构
成严酷竞争和冲突。况且，政治科学一统天下的“范式更换”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毕竟经过
近百年的发展，政治科学本身的优缺点，早已经一目了然，它那些命中注定的缺陷使之无法成为

一种真正的“范式”。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美国政治学界，尽管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量化
研究与质性研究两者到底是统一的知识体系②，还是不同的“传承”③; 比如 2000 年的“改革与重
建”公开信运动，虽然波澜不惊，但至少揭示了美国政治学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锋，以及以科
学为主导的政治学的缺陷④。

二、整全性知识与专门性知识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政治学学科之后建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称为
“老”政治学，把新近勃兴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称为“新”政治学。所谓“新”“老”，并非优劣评判
标准，而仅仅是指政治学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而已。本文更无以“新”代“老”的进化论立场，做
出“老”政治学已经过时的判断。相反，根据“知识交锋”的立场，我们宁可将“老”政治学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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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中来加以检视:“老”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整全性( synthetical) 知识体系，
而“新”政治学代表的是一种专门性( specialized) 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中断了政治学学科的建设。1965 年才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和复旦大学恢复或建立了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教育遂成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前
身，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治学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恢复政治学学科的标志，其主体的教研力量，
主要来自于这两个学科，同时也有部分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学者①。
脱胎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政治学首要任务，就是要与前者有所甄别，建立自己的学科标识

和身份。但迄今为止，这个使命也没有彻底将“政治( 科) 学”与“政治课”区分清楚。政治思想
教育较偏重于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理论论证，政治学要与之区分，就只能立足于政治实践，注重

对实际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的考察，总结其规律，提出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实证性”其实
是重建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的路径，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实证的、经验取向的，并以此区别于
政治思想教育。批评某些政治学研究过于偏重“理论性”，无异于说它们未摆脱政教思维的窠
臼，实非政治学学科本意。当时的政治学专业学生，并不乏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训练，也有意识
地将这些研究方法用于自己的分析之中。比如，北京大学谢庆奎领衔的地方政府研究，复旦大学
政治学团队撰写的《中国家族村落文化》一书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关政治学数理分析的著作，
也早早译介进来，其中就有《数理政治学》《行政科学》之类的著作。指责中国政治学排斥“实
证”，实在有失公允。当然，中国政治学确乎有一支既无实证志趣，又企图与政教专业划清界限
的力量，他们纷纷转向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以之为”政治理论”而别具一格，在当时条件下也蔚
然成风。
初建时代的政治学虽志存高远，无奈先天不足，不得不与其他学科藕断丝连。由于正处初创

阶段，课程体系并不成熟，学科领域也不够完整，很大程度上都还得仰赖于其他学科的支持，历史

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可以占到政治学课程的半壁江山，在其助力下更使政治学具有实证
特质。这固然与政治学学科的不成熟有关，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中国政治学的“整全性”特征，而
这种“整全性”，正耦合了戴维·伊斯顿 ( David Easton ) 所描述的政治科学之“整合性
( integration) ”趋向。
以“整全性”为导向的政治学，注重多学科训练，形成整全知识结构。由于中国政治学还没

有成熟到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课程体系，当时对未来政治学研究者的培养，无论志在实

证抑或思想史者，均着眼于所谓“全面培养”，希望他们能够精研政治学经典的同时，掌握整全的
社会科学知识。在课程设计上，是经典研读与系统知识灌输并重的模式。彼时的政治学专业学
生，基本上都是从政治思想史开始，逐渐学习历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行政学、社会调查方
法、人类学的导论性知识，博采众长，尽管对各个学科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但基本上可以做到面
面俱到，无明显专业隔阂。例如，设若学生攻读政府财政课程，就会被要求掌握财政学完整的理
论体系，而不是仅仅掌握某一两种分析工具，或是针对一两个案例形成分析能力。
这种学术训练，通常是以文本阅读以及导论性知识灌输为主，故易于给人重空洞理论、轻经

验实证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彼时中国政治学讲求“研”“习”结合，在研究上主张
要“用事实说话”，也就是无论是致力于思想史研究，还是现实政治研究，均须将论证建立在对材
料的严格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 学习则是锻造理论框架，淬炼问题意识的过程，是为研究打基础。
彼时政治学学者被要求用经验事实参照理论，通过寻找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去发现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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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因此，在整全性知识体系下训练出来的学者，通常都是问题先行，而不会理论先行。同
样面对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老”政治学考虑的，是中国的现实和理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差异，
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新”政治学则更多去考虑中国有哪些现实可以来比附这种研究方法。
概言之，“老”政治学更多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新”政治学更多是从抽象到具体。
受整全性知识训练的影响，当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或者其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

就不自觉地诉诸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有一定程
度的涉猎和把握的，运用起来也不至于南辕北辙。这就很容易将中国的政治学推向宏观政治分
析的方向。
这种宏观的政治分析，注重整体性、战略性和框架性的分析①。它不是有意为之，似乎是为

了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何处走，提供政治学视角的政策建议。其实不然。彼时中国政治学者
虽不乏雄心抱负，却清醒意识到学科的稚嫩并不足以对现实政治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退而
结网”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共识。宏观政治分析的形成，其实是整全性知识体系训练下投
身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应有之义。回顾当时的政治学，主要还是围绕“国家 －社会”关系，从
宏观的视野去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方向，提供战略性的思考，既形成了一些“主义”的争论，
也产生了一些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有影响的概念与理论，比如国家自主性②、合法性③和制度创
新④，等等。
在此不得不提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 的“结构 －功能主义”，

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结构 －功能主义”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结合了功能主义的
经验分析和宏观的系统论，既有宏观分析的简约，又具有实证研究的取向，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政

治学者的口味和志趣。更重要的是，由复旦大学曹沛霖主持译介的阿氏“结构 －功能主义”代表
作《比较政治学》，晓畅易懂，便于掌握。“结构 －功能主义”没有设下特别难以逾越的学术门槛，
同时它又非常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与功能
的不匹配，有制度框架而无法发挥实际功能。因此，“结构 －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甫一引进，便一
石激起千层浪，堪称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启蒙之作。
在这一理论影响下，一些特定的术语，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常用语，比如“结构”“系统”“资

源”“发展”“功能”，等等。中国政治学者运用这些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概念，去审视中国政治
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成果，提出他们的建议，也形成了那个时代特定的“问题意识”。
新一代接受国外研究方法训练的政治学者，不满足于对政治现象的宏观分析，希望用更加数

量化、标准化、模型化的研究取而代之，从而构成了对“老”政治学的挑战。
然而，新生代的政治学者与“老”政治学的鸿沟，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可逾越，毕竟他们

当中的大部分人，早期接受的训练，都是来自于“老”政治学。但也许正是对整全性知识灌输的
不满，促成了他们的反叛。
与整全性知识的教育相比，专门性知识对基础性文献的要求也同样高，甚至更高。所不同的

是，阅读基础性文献，对于专门性知识是“学习”，而不是“研究”本身，以掌握本学科最基本知识，
以及通过业师传授，明确自身在既有学术系谱中可能所处位置，作为主要目的。与之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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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 中国政治学发展 20 年》，《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关于“国家自主性”，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关于“合法性”，参见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 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关于“制度创新”，参见林尚立:《行动者与制度效度: 以文本结构为中介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 年第 5
期。



工具的掌握，与“研究”是直接相关的，不仅要求学，还要求学以致用。学生当然会花更多的精力
在分析工具的琢磨上，而将文献的研习作为一种应付课程和应付评审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论文评审，对文献阅读的要求之高，都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这也是促使研究者不得不选择专门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理由。一方面，当知识走向专门化，该
研究领域最新文献更新的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者可以及时掌握; 另一方面，在专门性知识体系下，

文献脉络相对比较清晰，无需研究者重复检索文献，研究者只要充当“导论党”，对每一份新文献
的基本观点加以了解即可，不必精读。更有甚者，每个细分的专门领域各有一两套权威的“资料
书”( sourcebook) ，逐年修订，更是学生和研究者手中至宝，可以节省很多翻阅文献的精力。
在这种训练下，鲜有学生直接通过文献的精微阅读来产生出问题意识，研究更仰赖于分析工

具。学生宁可将重心投入在研究方法的修习上。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否“训练有素”，不是以掌
握的知识量来衡量，而是直接取决于研究工具的先进与否。专门性知识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程
序化的流水线作业: 检索文献，发现不足，提出假说，统计验证，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发展，是以卷入全球化知识体系为前提的，国外成熟的学科体系

与话语霸权、知识世界的再殖民化过程，对致力于自主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在此情势
下，专门性知识与整全性知识的共存与冲撞是不可避免的，两者既交叉重叠、又互相砥砺的交锋，
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学科重塑的走向。

三、寻求共识:中国经验

平心而论，“老”政治学与“新”政治学仅就解释力而言并无高下之分，应该说是各有长短，亦
各有侧重。但就知识体系的扩张能力而言，“老”政治学则处于下风。
在解释上，“老”政治学仰赖对理论的精研，以及对于概念的充分诠释。概念使用的好坏，取

决于概念本身的解释力和内涵的丰富性。诸如“系统”“资源”“功能”这样的概念，已经被“老”
政治学发挥到了极致，其外延也不断被拓展。“老”政治学关怀的是中国经验，因此概念的运用
不能脱离中国政治的实际，不能过于深奥晦涩，导致知识上画地为牢。各种舶来的概念，经过整
全性知识的改造，均具有了“中国语境”下的新意涵，比如“治理”“协商民主”等等。“新”政治学
对于概念的厚爱，较之“老”政治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遵从专门性原则的论文，总是炮制出
各种晦涩、不明所以的概念，写作风格也倾向于生涩，通顺流畅并非其追求。这样的论文通常难
以卒读，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封闭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专业学术圈子中。
“老”政治学经常要对政治现实发声，但通常都不要求高度专业，也不够精细，而只能做整全
性、指导性的宏观解读，有时难免不接地气。然而，相对于在文献中爬梳的老派学者，那些将研究
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上的新锐学者，与政治社会现实的脱节尤甚。尽管科学化、标准化程度更
高，但新锐学者的精致的研究往往无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对于政治这么一个系统性的问

题，过于专门化的解读总难免导致知其一，不知其二;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学术产品已经出自
流水线的程式化生产，生产效率自然更高，同时也就可以罔顾现实生活的羁绊了。
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而言，“老”政治学在知识训练中，更强调研究者个体素质的匹配，对研

究者本人的学术“涵养”要求更高。涵泳于学术思考，是研究者基本生活方式。在整全性知识体
系下，由于个体差异大，学科没有标准，研究水平难以判别高下。对个体的依赖也导致学科体系
欠缺稳定性，包括学术的传承也缺乏可持续机制，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人才断层。但是，“老”政
治学的学科体系一旦建立和巩固起来，就很难被后来者轻松超越，因为学科的累积速度非常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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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者永远在赶超。在这种情况下，领先者的衰落，通常都是人才断层导致“自我崩溃”而不是
被赶超的结果。
相较而言，专门性知识的学科体系，稳定性大大提高。一是学科建设不再过度依赖于不确定

的个体素质，研究者只要掌握分析工具，无论贤愚，皆可成为可造之才。二是产出比较稳定，相应
的训练一定会有相应的成效，生产周期也大大缩短，年轻学者比较容易通过专业化的训练脱颖而

出，人才不易断层，这恐怕是“新”政治学最明显的优势。专门性知识体系也有它的金字塔，所不
同的是在这个金字塔中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由于新生代学者的成长比较快，因此在金字塔中会

不断淘汰位于顶端、知识结构趋于老化的学者，形成一种“塌方式”的重建。
专门性知识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对于知识人的理解。吊诡的是，在此知识体系中，知识人的生

存状态与社会人并无二致，知识生产机制也雷同于商品生产机制，知识人的自我标识被敉平。但
是越如此，学者们就越是要建立起专业门槛，透过一整套晦涩的学术话语、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工
具来将外部人拒之门外，愈发趋于封闭。相反，整全性知识体系的边界要模糊得多，保持了高度
的开放性，任何人只要通过广泛、大量的阅读，均有可能跻身于知识体系之内，或者对相关知识发
表见解。这也是在知识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网络化时代，老派学者越来越没有招架之功的原因。
目前，两种知识体系共存于尚未臻于成熟的中国政治学，并且在日趋残酷的学术市场上开始

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广泛出现在书籍出版、论文发表、社会影响、学生认同等各个层面。就
学术发表而言，“新”“老”政治学存在明显的区隔，一方主攻国外学术期刊，一方主攻国内学术期
刊，这种隔离机制让双方都有喘息之机，但是不相往来却形成了一种略显畸形的学术“冷战”生
态; 短兵相接的竞争，发生在对学生群体认同的话语权争夺上，“老”政治学因其整全性知识体系
的特点，不能为学生提供稳定的成就预期，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学生更迷恋那种能迅

速提升其学术资本的路径。当老派学者还能保留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补偿机制的条件下，这
种冲突还不会特别激烈，一旦老派学者无法从社会上获得更多资源，两种知识体系的交锋就会陷

入白热化，两极分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发生。
避免这一消极后果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老”政治学的“重叠共识”，而这一共识唯有存

在于两者交锋最激烈的地带，那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中国经验面前，“新”“老”政治学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数据资料碎片化的缺陷①。

研究者经常会被质疑: 一是中国的政治事实能不能被统计数据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是学者所掌

握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可靠? 三是通过统计分析呈现出来的相关性分析，是不是中国政治的真实

问题? “新”政治学对这些质疑大多无视，或许是出于对普遍化知识、模型、分析工具的迷信。一
些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对于中国问题哪怕是一无所知，也相信他们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

分析中国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②。但是，同样的信念如果发生在中国研究者身上，就令人难以
苟同了。研究者坚定地相信，他们已经成熟的统计学，是可以克服传统上认为中国调查对象的种
种扭曲数据的问题，甚至说统计学的伟大使命正在于此。只能说这是社会科学家的天真。在数
据资料不确切、不完整的条件下，强行照搬国外的实证方法来进行中国政治研究，研究结论会发
生程度不一的偏差，要冒巨大的学术风险。
“老”政治学者没有这种天真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是复杂的。为了思考中国政治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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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曙、陈玮:《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 反思几项方法论上的迷思》，《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 Gary King，Jennifer Pan，and Margaret E Ｒoberts，“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107，No. 2，2013。



杂性，他们宁可一定程度上牺牲研究的所谓“科学性”，即并不强求实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前已述及，中国政治学的起步阶段，是以经验研究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以区别于相近学科。就此
而言，依托整全性知识体系的“老”政治学本质上并不排斥经验研究，仅仅是在调查研究和资料
分析上欠缺系统的方法，且常常满足于对数据资料的初级产品加工。出于这种习惯，对于碎片化
的数据资料，“老”政治学常采取将就的态度，而依仗整全性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来把握问题。
换言之，“老”政治学强调的是以理论指导现实，而“新”政治学更强调去解释现实; 前者试图

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去创造一种理论，而后者更希望在解释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去发现理论。从
学术研究的目的来看，两者都有其价值，也无高下之分，只是努力方向不同，因而也并非不可跨越

以达到取长补短之功。本文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些重合点。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学，只要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至少都承认，对中国经验事实的理论总

结，应建立在对数据资料充分掌握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即使客观上做不到，或者方法上有不足，
也不应成为疏于找寻资料，使结论流于空泛的正当理由。目前的现状是，面对有缺陷的数据，
“老”政治学凭学养来化解，“新”政治学要么裹足不前，要么将错就错，这确实都不是令人满意的
解决方案。在现有条件下穷尽寻找数据资料的努力，是政治学应抱持的共有信念。同样，当研究
是建立在尽可能的资料占有基础之上的，就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能动辄以某种所谓“科学
性”的条条框框来加以否定、排斥。
第二，在现成数据不完整的条件下，无论是“新”“老”学者，都应将精力放在社会调查上，亲

自去搜集数据，强化对现实问题的体认。“眼见为实”是中国政治学者应遵奉的基本准则。跑田
野、搜寻资料，与“新”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信条并不相悖，其实也是“老”政治学多年来一向推崇的
做法。目前的困境在于，新锐学者由于长久不接触中国社会，容易在中国田野的复杂性面前却
步，而满足于从现成的数据库中，比如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各种年鉴、政府报告或中国人民大学
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CGSS) 中寻找资料，对活生生的现实不闻不问。他们创建的模型也
许十分漂亮，但却于事无补。“到田野中去”应该是政治学者共同的要求①。
第三，即使政治学者们都到田野中去了，但是大规模数据调查执行难度较高，无论是课题开

展过程中人、财、物的关系，以及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在中国都要相对复杂得多，因此政治学
者自己拿到足够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相对低。要解决这个问题，质性研究是一个突破
口②。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对研究方法的重视，跨学科学者的“侵略”以及海外人才的引进，中国
政治学定量研究的水准进步很快。反观质性研究虽也有科学方法傍身，却一筹莫展，好的质性研
究难得一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统计学历史的国度，统计学在政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中应用
十分广泛，因此中国政治学者掌握统计学方法、用于量化研究并非难事，真正有难度的是质性研
究。幸运的是，无论是“新”“老”政治学，都可以容纳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亦可以克服目前中国政
治学在数据搜集和分析上的缺陷③。使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向中观政治学的“中层理论”④

靠拢并非不可能，通过个案的因果机制的发现，可以提升“老”政治学的“科学性”，也弥补了
“新”政治学仅停留于相关性分析的局限性。说得极端一些，“新”“老”政治学之所以还处在交
锋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质性研究的水准没有实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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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国内质性研究较早的推动者之一为陈向明。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
版。
耿曙、陈玮:《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 反思几项方法论上的迷思》，《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
关于默顿“中层理论”在中国的适用，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第四，除了以上这些，面对碎片化的数据资料，我们是否就束手无策，只能绕路而行了呢? 诚

然，即便是质性研究，也同样要面对资料的碎片化问题，政治学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一时绕开它，

但不能彻底解决它。无论是“老”政治学，还是“新”政治学，都应该从自身的角度，思虑如何应对
中国政治研究的这个突出问题，发展出一种针对中国数据不完整性的研究方法，去搜集、整理和
编织碎片化的经验数据①。而这绝不是单纯靠优化统计方法、给数据打打补丁就可以做到的。
相比同单位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经验数据更加多元化、更具有开放性，哪怕是报刊的新闻材料、邻
里之间的街谈巷议，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素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档案史学研究
已经率先迈出了一大步。历史学者通过对碎片化的史料、档案材料的剪裁、加工，可以构建出一
套逻辑严密的史学解释来，值得政治学者借镜。历史学与政治学在碎片化史料的运用上，唯一的
不同，也许就在于对比较的重视与否，史学不太注重通过比较来发展出一种理论; 但政治学则务

求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比较，抽象出一般化的解释模型来。
其实无论“新”政治学还是“老”政治学，在应用于中国经验的时候，都共有一份学术雄心，即

希望通过对中国经验的解读，对既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这样既在吸取
前沿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尽量摒弃西方学术系谱的话语霸权，杜绝学术上的再殖民化趋势，真正

立足于中国现实提出适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大理论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治学者应该共勉。

作者: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上海市，200433)
( 责任编辑: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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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实证研究的困难与解决办法，参见寇艾伦等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



the creation power of supra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categories and different func-
tions of the community，bu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the sam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such as collec-
tive subjectivity，identity，conservatism，solidarity and so 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su-
pra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resisting risks，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enefits from the
positive action of the supra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and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supra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depends on the mechanism arrange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Supranational polit-
ical community is a contradictory unity，only when the contradiction tension between unity and separa-
tion，order and autonomy，security and freedom，win-win and egoism，Internal and external become
balanced，will the community become perfect，and the community life is worth living．

Key words: community; supra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Engage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uture
Chen Zhouwang( 79)……………………………………………………………………………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since the 21th cen-
tury． The new political science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methods has been continuing to chal-
leng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That is not a transformation，but an engagement between the synthe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system，which most likely to lead to a division in political sci-
ence in China．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reach a consensus that，our political scie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and we should develop a new empirical methodology applicable for Chinese reality．

Key words: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knowledge system; research method

Mapping the Ｒecent Progress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China
———Ｒestructuring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Ｒelationship

Yu Jianxing，Huang Biao( 88)…………………………………………………………………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 LGI) ，one of the key factors explaining China’s soci-e-

conomic development，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revious research has mostly focused on two models of LGI: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and
“top-down”initiation of experimentation． However，the scop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pontaneous explo-
ration is distinctly limited after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ifferent from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and
“top-down”initiation of experimentation，a new form of LGI，namely seeking approval，has been e-
merging in recent years． The model of seeking approval has bee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by five
provinces，i． e． Hunan，Shandong，Shanxi，Zhejiang and Inner Mongolia，and would probably be a
promising tendency of LGI in China． As a hybrid model of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and“top-down”in-
itiation of experimentation，seeking approval incorporates the informal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and
higher-level government into the formal process of inter-government． It might help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different level governments’authority in practice and restructure a new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That is to say，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power would be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centralizing and /or decentralizing power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go．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spontaneous Exploration; “Top-Down”initiation of ex-
perimentation; seeking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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